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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史之源的潜心研究

—— 读 《明实录研究》

王　余　光

　　史学研究总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 , 史料的研究对史学研究影响很大。 明代现存最为原始的史料首推

《明实录》 , 《明史》、 《明通鉴》 等一系列史书大都源于此书。从这个意义上 , 《明实录》 可以说是明代史学之

源。 谢贵安先生的 《明实录研究》 (台湾文津出版社 1995年版 ) , 乃是对明史之源进行深入探索的结晶。

研究明代历史 , 首先碰到的就是史料问题。 与清代相比 , 明代没有像清代那样大量而完整的原始档案 ,

现存的明代档案仅占明清档案中极小的比例 , 且比较散乱。此外 , 尽管不断有明代文物出土 , 但其信息容量

却较为有限 , 因此要想研究明史 , 必须首先利用由明代原始档案删繁就简、 编纂而成的 《明实录》。 《明实

录》 现存十三代帝王实录 , 共 2965卷 , 1600余万字。 其内容遍及政治、 经济、 文化、 军事、 人物、 民族关

系、 外交、 法律等各个方面 , 是记载明代历史最为完整和从总体上讲是最为权威的史料。由于明代档案的大

量散佚 , 它也就成为最为原始的史实记录。明代除了野史之外 , 比较正规的史书均源于 《明实录》。正如谢贵

安在 《明实录研究》最后一章所证明的那样 , 《皇明宝训》、 《典故纪闻》、 《罪惟录》、 《国榷》、 《明史》、 《明通

鉴》、 《明鉴》 等书 , 其史料大都来源于 《明实录》 这部 “明代史料的渊海”。 但是 , 《明实录》 也存在很多问

题。 首先 , 该书是当朝的官修史书 , 诬饰曲笔现象较为严重 , 损害了它的真实性和客观性。此外 , 《明实录》

产生的本身也有许多学术问题有待解决。因此 ,若想对它进行有效利用 ,就必须对该书作全面而系统地研究。

比如说 , 它修纂的历史背景、 修纂过程中的权力斗争、 修纂者的构成及其诬谤和讳饰等等。 针对上述问题 ,

谢贵安在其 《明实录研究》 中一一作了探究。

《明实录研究》 共 30万字 , 是迄今为止研究 《明实录》 篇幅最大的专著。 本书共分八章 , 分别讨论了

《明实录》 的修纂背景、 修纂过程、 修纂人员、 修纂程序、 体例风格、 版本收藏、 缺陷失误、 成就价值诸方面

的问题 , 可以说是对 《明实录》 作了全方位的研究 , 其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。关于 《明实录》 的研究 , 吴

晗先生曾写过一篇长文 《记明实录》 , 分评骘、 史官、 仪制、 掌故、 传播五部分 , 搜集了有关 《明实录》 修纂

及评价方面的相关资料 , 为后人研究 《明实录》 铺垫了雄厚的基石。不过吴文主要是搜集资料 , 未作深入研

究。吴文作于 1940年抗战时期的昆明 , 时局动荡 , 资料匮乏 , 故未臻完备。谢贵安 《明实录研究》 则在该文

及其他史料的基础上 , 潜心钻研 , 使 《明实录》的研究得以发扬光大。谢贵安先生曾参加了 《明实录类纂》的

整理工作 , 独立编纂了 120万字的 《明实录类纂· 湖北史料卷》 , 参加编纂了 《宫廷史料卷》 及 《北京史料

卷》 , 并出版了 10万字的 《明实录补校》。正是整理 《明实录》 的具体实践 , 使 《明实录研究》 融入了作者比

较丰富的个人心得 , 做到了有的放矢 , 持论公允。

《明实录研究》 还有如下特点: 其一 , 视野广阔。对 《明实录》研究 , 无疑属于史学史和文献史领域 , 但

作者没有局限在这些方面 , 而是把 《明实录》 研究与明代社会的政治、 经济和文化背景相联系 , 放在一个阔

大的背景下进行讨论。这与 《明实录》所具有的特点相符合。 《明实录》 是明朝当代史 , 反映的都是明代的国

家大事 , 故其修纂与当时的政治、 经济、 文化等现实情况纠缠交错。有鉴于此 , 《明实录研究》把研究视界推

廓开来。 例如该书第一章中 , 把 《明实录》 修纂与明代权力斗争相联系 , 认为 “由于中央大臣担任 《明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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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》修纂的领导人和组织者 , 遂使 《明实录》卷入了中央朝臣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 , 《明实录》总裁的频繁更

换 , 反映了中央政治斗争的加剧。” (第 7页 ) 实破了就书论书的狭窄藩篱。

其二 , 考订精审。 《明实录》 修成距今已 300余年 , 有许多史料都散佚阙如 , 需要旁证博引 , 加以考订。

《明实录研究》 对于 《明实录》 修纂过程、 程序都作了考订 , 尤其是对修纂者的考订较为精核。 作者把历朝

《明实录》 前面所附 “进实录表” 和 “修纂官”、 明代历朝实录的记载以及其他典籍 , 如 《明史》、 《国榷》、

《罪惟录》 等史书、 《春明梦余录》 等笔记相互参校 , 以考订实录修纂者的人名、 人数及其在修纂中所担任的

工作 , 务求至当。如 《宪宗实录》 前所附的 《修纂官》 中 , 有一位修纂者名为江澜 , 但 《孝宗实录》 所记的

升赏名单中却写作 “张澜” , 究竟何者为是? 作者广泛搜求证据 , 结果在 《武宗实录》卷 47及 《明史》 卷 228

中发现了他修纂 《宪宗实录》 的记载 , 名字均写作 “江澜” , 从而证明当作江澜。 江误为张 , 显系声近致误

(第 140— 141页 )。 类似这样的考订 , 还有许多。

其三 , 善立新说。《明实录研究》勇于创新 , 有不少地方都能正前人之误。如第四章在有关明代起居注废

止的时间上 , 吴晗 《记明实录· 史官上》 认为是在洪武十四年 , 而谢贵安先生则把明代历朝 《进实录表》 中

有关史料采用的报告加以排列 , 从而发现 《宣宗实录》 以前的 《进实录表》 均有 “发兰台记注之文” 或 “发

左右史臣之所记” 的话语 , 而其后实录则均无此语 , 仅有 “发金匮石室之藏” 之言 , 从而断定起居注之废不

在洪武十四年 , 而在宣宗朝之后。 他指出: “ 《实录》 所赖以修纂的史料一是 《起居注》、 《日历》 和 《钦录

簿》 之类的初级史书 , 二是原始档册。前者是史官 (起居注 ) 所纂 , 故称为 `兰台记注之文’ , 而后者藏于档

案库文件柜中 , 故称为 `金匮石室之藏’ ……通过比较各朝实录的 《进实录表》 , 我们发现只有宣宗以前的

《实录》 采用了 `兰台记注之文。” “也就是说 , 宣宗以前尚有起居注所记有关皇帝言行事迹的 《起居注》 和

《日历》。自宣宗之后 , 便不再有 `兰台记注’ 或 `左右史记载’ 之语 , 说明此时起居注已废”。他还用明世宗

时翰林院侍讲学士廖道南的 “议复起居注” 奏疏中的话作证据: “自宣德后 , 权相重 , 史职轻 , 而起居注寝废

矣。” (第 218— 220页 ) 从而扬弃了前人认为起居注废止于洪武十四年的结论。

其四 , 析体入微。《明实录研究》 对于 《明实录》的体裁体例可谓析之入微。作者不囿旧说 , 认为 《明实

录》 是一部融入了纪传体、 纪事本末体和典章制度体的复杂的编年体史书。 他通过举例 , 说明该书首先是

“同年共世”、 “形于目前” 的编年体 , 又用 《明实录》 中大量出现的人物传记证明它融进了纪传体 , 指出

“ 《明实录》 切入人物传记 , 多是以传主的死亡日期为口子的 , 这样就使人物传记很自然地纳入了编年体系

之中。” 作者还讨论 《明实录》 中融入了纪事本末体 , 指出 “经常用的词汇是 `初’ 、 `先是’ , 以此来插入事

情的原委。” (第 287页 ) 此外 , 该书的修纂者还 “把典章制度体融进了编年体的 《明实录》 中”。

其五 , 立足应用。《明实录研究》 着眼于 《明实录》 的开发和利用 , 为此它对 《明实录》 的缺陷失误和成

就价值专列二章进行详尽讨论。前人对 《明实录》 的曲笔颇多非议 , 甚至全盘否定 , 如明李建泰在 《名山藏

· 序》 中指出: “实录所记 , 止书美而不书刺 , 书利而不书弊 , 书朝而不书野 , 书显而不书微。且也序爵而不

复序贤 , 迟功而巧为避罪。 文献不足证久矣! ” 针对这种论调 , 《明实录研究》 仔细、 系统地论证了 《明实

录》存在的曲笔诬饰等诸多问题 , 从而断言此书的价值与成就仍是主要的。作者指出 , 《明实录》是明代史料

的渊海 , 其史源价值不容动摇 , 此其一 ; 《明实录》 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 , 既可校正他史 , 更可补正他史 , 与

野史相比较 , 仍然值得信任 , 此其二 ; 即使 《明实录》 存在大量曲笔现象 , 但由于它的 “大量的内容是关于

国家典章制度和一般行政事务方面的 , 这些内容比较中性化 , 所以修纂者无须将它篡改 , 故而 《明实录》 绝

大部分的内容都保持着客观性和真实性。” (第 412页 ) 另一方面 , 由于史德的感召和专制政体以 “直书” 作

为其制约机制 , 使很多史臣在修实录时均能做到直笔 , 并常能与任意诬饰的权臣作斗争 , 保持了实录大部内

容的洁净 , 此其三。经过作者上述的拂尘工作 , 《明实录》的价值得以清晰的显露出来。这就为人们更有效地

利用 《明实录》 提供了保障。

(责任编辑　吴友法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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